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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要旨 
 
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
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
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
今為烈」。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臺灣的
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臺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
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
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
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臺灣離散的歷史經驗，
除了具有臺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近代歷史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國際關係的紛爭，戰爭的影
響，帝國規模的社會流動，戰後復員的地理空間上的國境收縮，與政治上公民身
份的複數國民化等因素，擴大了臺灣十八世紀以來至今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臺
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
事，南北往來，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在全
球化成為今日熱門的流行語之前，在離散成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歷史建構的語言
之前，人們早就自願或者被迫參與了各種尺度規模的移動了。 
筆者過去曾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
(台北:麥田出版，2007年)一書中，討論戰後臺灣在戰後初期的政權轉移過程中，
從原先的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轉變成中華民國的過程中的文化重建政策。然而戰
後初期臺灣的政治變遷與新的文化政策，不單單只是國籍改變、領土重整、以及
人民的再民族化而已，制度上的變遷，落實在具體的人民生活中，牽動的是具體
的生活上的改變與適應，乃至重新學習的過程。認同的形成或是身份的轉變，也
留下了種種的疑惑與糾葛。歷史中的生活者，在大社會的政治結構變遷中，個人
3 
 
進退出處之際，存在著多方的路徑，以及各種離散又回歸的人生經驗。這也是本
書希望能在先前的制度分析之外，進一步透過具體的人物的人生軌跡，越境文本
的轉譯與流通，文化意義的生產與歧異，在場與不在場的參與，探究在 1930 至
1950 年代之間，屬於臺灣的離散與漂泊、入境與越境的複雜歷史經驗。 
    本書分為四個單元，分別是「故鄉與他鄉」、「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國家
重建與文化葛藤」，以及「不在場的後殖民狀況」。 
在「故鄉與他鄉」內，我分別以橫跨戰前與戰後的文化人張深切與楊基振的
人生軌跡，透過他們的自傳作品與日記這種帶有個人性質的史料，從個體的角度
反照時代的變遷。出身於殖民地的張深切，在 1920 年代就參與了反殖民的社會
運動，以及稍後的重建臺灣文化身份的文藝活動，為逃避殖民當局的壓迫，遠走
中國，卻也捲入更複雜的戰爭期的文化政治中。戰後返回臺灣，更受二二八事件
的牽連，最後得以身免，生命晚期重新回復投入文藝創作，成為戰後初期的臺語
電影創作者。在政治活動與文化工作之間的抉擇，在臺灣與中國南北之間的遷移，
竟也與其政治上的活動相次交疊。而透過楊基振的日記，更讓我們看到一個台籍
青年，前往日本受高等教育後，前往滿州與華北發展的路徑，以及對於不同人生
階段與遭逢事件的觀察與自省。傳記與日記的私文書，不單只是我們用以分析張
深切與楊基振個人生活經驗的史料而已，更是環繞著檢視內在自我主體性的近代
人的個體，在歷史中成立的表徵。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
生，而他們又如何在傳記與日記的文類中，檢視了自己的生活並回應了歷史。 
「文本越境‧意義再製」則是以兩個文本在戰後臺灣的登場，呈現戰後臺灣
的存在在文本流通與意義生產中歷史與文化的糾結。其一是魯迅的名著之一〈藤
野先生〉，摘錄登載在終戰初期待遣返日僑刊行的雜誌《新聲》，所引發的日僑之
間對原先代表中日友好的〈藤野先生〉摘錄問題的責難與批評。魯迅的作品，戰
前早已被介紹到日本與臺灣，但是在 1945 年戰爭剛結束之際，此一文本卻引發
了在臺灣的日僑內部關於戰爭責任問題與未來新歷史要如何展開的討論，在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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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同時，卻存在了在新歷史展開之際，如何面對過去歷史問題，似乎仍可見
之於今的兩種態度——面對真實的過去，即便可能對當下造成困擾也要呈現完整
的歷史；或者為了建立當下的友好關係，有必要遮蔽令人不愉快的部分歷史。魯
迅的文本在戰後初期的時間點上，意外地在臺灣成為日僑之間關於未來歷史的批
評素材，輻射了未來的兩種新歷史的路線。魯迅文本的越境，與其意義再製，也
令人不禁想要進一步思考當代表中日友好符碼的文本產生效果之後，臺灣的位置
何在的延伸問題了。另一文本是由曾經參與左聯的陶晶孫，戰後來臺，任職於臺
灣大學醫學院教授之際，取材社會新聞所創作的小說〈淡水河心中〉（淡水河殉
情）。陶晶孫本身就是一個漂泊的人物，從中國到日本再回到中國，戰後來臺幾
年後為躲避白色恐怖的網羅，逃往日本，最後病逝於日本。陶晶孫所取材的男女
殉情故事，在 1950 年代的臺灣，引起了從官方媒體到大學校長教授們的種種解
釋，這些社會賢達們也借題發揮，使之成為國族文化說喻教化故事。陶在小說中
設定了代表一般臺灣人民間輿論的場所產生的對應版本，巧妙地用小說呈現了當
時戰後臺灣交織的官民、族群、性別、語言之間的不均等權力關係。文本的越境，
從社會事件到新聞事件，再到小說文本，竟也有了一重又一重的文本意義的衝突
與疊合。呈現出多重意義的小說文本，似乎也與戰後臺灣社會文化的疊合與葛藤，
若合符節，互相呼應。 
如果魯迅的文本〈藤野先生〉曾經在戰後臺灣初期的日僑中間，引發的關於
未來可能性的辯論，那麼戰後系統性地介紹魯迅，並試圖推廣魯迅的精神作為戰
後臺灣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內涵的，則不能不進一步討論魯迅的好友許壽裳了。
在「國家重建與文化葛藤」的單元中，筆者分別討論許壽裳戰後來臺主持臺灣省
編譯館時，在具體的工作背後所具有的思想，以及其所採用與延續的日治時代的
臺灣研究業績。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推動的文化政策，除了「去日本化」、「再
中國化」之外，當時負責陳儀政府重要教育文化政策的臺灣省編譯館長許壽裳的
構想，主要是將臺灣的戰後重建，整體性地納入魯迅曾經提倡的中國國民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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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想中。因此，許壽裳在戰後初期的臺灣，也是魯迅思想與作品的重要推動者，
在許多文化、教育與宣傳的場合，皆再三強調魯迅精神的人道主義與戰鬥的現實
主義。若與等待遣返的日僑的魯迅文本閱讀並置，魯迅成為戰後臺灣文化政策的
不在場的參與者，呈現多重的意義。雖然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以再中國化為主
要原則，但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曾經留學日本的許壽裳，深知日本近代學術的成
績，在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中，增加了「臺灣研究組」，聘用留用日籍學者，延
續了日治時期的知識性與科學性的臺灣研究。而此一傳統，雖然在 1947 年中臺
灣省編譯館撤銷改編、許壽裳於 1948 年在家中遭難，仍有所延續。 
最後在「不在場的後殖民情況」，則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的閱讀與分
析，藉由施叔青在小說中重建的香港史中的性別、殖民與慾望的交織，以及小說
作者的在場與不在場，作為同樣有著殖民經驗的臺灣與之相互參照。殖民者與被
殖民者之間的糾葛，即便小說比歷史更真實，最終小說家還是遠離了。不在場，
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到過往歷史的繁華或頹圮，甚至說故事的人，都不在了。
在人事皆非之後，舊地重遊，舊事重提時的不在場狀況，或許最終是充滿著離散
經驗的前殖民地，在殖民結束之後的最典型後殖民狀況。 
臺灣的歷史，交會在近代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的擴張中，以及位處於不同國
族國家的交涉互動的大小板塊之間，在重層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多重的邊界，
也因此造就了多線的路徑。這些歷史中形成的境界線，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
實體的、有象徵的。政治經濟領域的國境線，與文化身份的認同邊界，彼此交錯。
重層的歷史與多重的邊界，形成了生活在其中的，擁有跨境能力的社會資本與主
觀意願的文化資本的知識人，其生命史展開的多元路徑。 
穿梭中國、日本、臺灣三地的文化人，他們在分裂動盪的時代，或為求學之
故，或因政局因素，漂泊異鄉，也使原先可能固著的文化產生流動。這些文化人
的際遇呈現了近代東亞離散經驗。而在這樣的大變動時期，卻同時也是文化重組
與再生產的時代，從語言的多樣性、文化的混雜性，乃至翻譯著作的多版本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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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一斑。一方面，雖然國民國家的文化政策試圖將文化國族主義化，建立文化上
的國界以及民族界線。但同時，從文化傳播的路徑來看，自願或他力導致的移動
或離散，卻也產生打破地域壁壘劃分的可能性。東亞城市如上海、北平、重慶、
延安、臺北、東京，甚至延伸至南洋諸地，無不因為人的遷徙、文本的傳譯而串
聯起了一個交混又密集的文化網絡。 
「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可以說是本書所討論的人物的
人生經驗。這些人物的活動舞台的地理空間，在臺灣、滿州國、香港、臺北、北
平，不受一地所侷限。在以往的臺灣歷史，或是近代中國史的研究討論中，也比
較少見學者的注目。他們的出身各異，其中有來自臺灣的張深切、楊基振，有中
國的陶晶孫與許壽裳，也有在臺日僑。然後在歷史機緣中，他們或是離開臺灣然
後返回，或者短暫來臺客死異鄉，或是再度啟程，或是在殖民地展開其事業然後
終戰後遣返母國。各自的人生，雖然不一定有交會，但也共同的呈現了重層的時
代紋裡中的某些共性。他們在漂泊中展開人生，展開了跨境的軌跡，前往陌生的
地方，發展了事業。他們在越境中發現認同，在人生軌跡的移動中，在與各種他
者遭逢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多元性。這些在個別人物身上呈現的
認同形成的多元路徑，鑲嵌在近代臺灣的重層的歷史發展中。 
 
